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当官为宦，大都希望“步步高

升”，而三国时代的东吴有一位

吕范，却自请小官，乐此不疲。

吕范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伴

随东吴起家的元勋重臣。孙策寄

人篱下、在袁术帐下效力之时，

就和吕范相交，引为知己。吕范

率门客百人归于孙策，成其左膀

右臂，外为君臣，实则骨肉，视

为至亲。孙策草创阶段，在袁术

和刘繇之中夹缝求生，寻求发展

机会，排除万难终于成势。吕范

紧随孙策，披坚执锐，参与了进

攻庐江、横江、当利、丹阳、湖

孰等平定江东的诸多硬战，成为

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将。在攻取丹

阳后，吕大将军急切“求官”，

这完全出乎孙策意料。

吕范不求大官，而是求小

官，放着将军不当，请求改任都

督。此都督非彼都督，不是日后

周瑜所任的威风八面的“大都

督”，而只是主管执行军纪、整

编部队的“小都督”。孙策大惑

不解，问道：“子衡已有大众，

岂宜复屈小职！”吕范解释道，

自己和东吴荣辱与共，求任都

督，既是为江东大业，也是为自

己。吕范急求小官的真正目的在

于整肃军纪。孙策的势力在江东

急速扩张，不断有人来投，所辖

部队成分复杂，军纪有所松懈，

吕范在持续的高歌猛进中保持清

醒头脑，深刻认识到“譬犹同舟

涉 海 ， 一 事 不 牢 ， 即 俱 受 其

败”。由此，吕范自请担任监督

军纪的都督。

古今中外，军纪向来是一个

大问题。一是强大战斗力来自严

明军纪，二是人心民望来自严明

军纪。孙策要有效占据江东，必

须先得人心，再图长远之计。严

明军纪以区别其他割据势力、超

越其他割据势力，是最简单有效

的方法。吕范官越当越小，事越

做越实，把这个“小都督”当得

有板有眼，不仅整顿军务、严明

军纪、令行禁止，而且使军中各

方势力和睦相处、团结合作。

吕范一向坚守原则，早期还

曾主管过财务工作。那时，孙权

年少，有些私事开销想请吕范暗

中通融。但吕范从不做“顺水人

情”，事无巨细必定报告孙策，

这些“小事”给孙权留下了深刻

印象，日后反而信任并重用吕

范。“吕老夫子”的威严，江东

远近皆知，陆逊、全琮等大族子

弟对其都是毕恭毕敬，不敢怠

慢，生怕有事“栽”到这位古板

的“老夫子”手上。

吕范不仅刚正不阿，还是文

武兼备的全才，深受孙策、孙权

两代吴主重视。赤壁之战后，刘

备来江东拜访孙权，吕范曾密奏

孙权，要“留”住刘备。虽然当

时未被采纳，但足见吕范的战略

眼光。后来，孙权领军征讨关

羽，还和吕范半开玩笑地说，如

果早听卿言，无需此劳，并把镇

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吕范。

吕范去世后，孙权路过其墓，

触景生情，悲叹斯人，涕泪俱下，

祀以太牢大礼。吕范当官，公而忘

私，不计得失，因公生明，因公

生能，真乃豪杰。

吕

范

当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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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坛的双子星——袁安与杨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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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与 闻 国 是 民 主 建 国

□ 孙 信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历史道路

中国民主建国会 （简称民建） 是

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

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

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民建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

现民主建国的目的，由爱国的工商业

家和一部分同工商业界有联系的知识

分子所创建。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

两个前途的历史转折中，民建放弃了

“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自觉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与中共合作

的历史道路。

秉行民主和建设创
立民主建国会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抗战

胜利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都

在思考的关系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重大

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积极组

织起来，力争通过政治协商的民主道

路，建立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自由发

展的国家。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为推动国共

谈判，避免发生内战，黄炎培等6位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于 1945 年 7 月访问了

延安。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

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

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

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

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

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

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

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

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

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

有效的。”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

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

的信心，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

折点，为日后新政党的筹组和发起奠

定了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帝国主义和

官僚资本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民族资

本面临破产的境地。迁川工厂联合会

理事长胡厥文，深感在国民党独裁政

权的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要争生

存、图发展，就必须要组织起来，并

开始在工商界爱国人士中酝酿建立组

织的活动。胡厥文又是中华职业教育

社的理事，与黄炎培关系密切。1945

年 8 月 21 日，黄炎培访问胡厥文，就

建立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1945年 12月 16日，在黄炎培、胡

厥文、章乃器等人的推动下，经过精

心筹备，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重庆

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会议指出

筹建民建的宗旨“其最大目的为促成

民 主 ”， 基 本 原 则 是 “ 保 持 民 主 精

神”，要“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以大

公无私的精神积极奋斗到底”。其核心

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民主和建设。虽然

与会者对民建的态度和主张不尽相

同，但都表示要遵循“与闻国是”的

共同政治立场。大会通过了 《民主建

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

《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

原则》 等重要文件，并选举了民主建

国会领导机关，其特点是“会务分工

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

民主建国会由此正式诞生。

反对内战独裁 争取
和平民主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和建设为宗

旨，明确提出了民主、反对独裁，争

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

破坏的政治主张，积极投入反对内战

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伟大斗争中。

1946年 1月 10日，“旧政协”在重

庆举行会议。民建因为刚刚成立，又

未获国民党政府承认，因此没有代

表。黄炎培、李烛尘等虽然以民盟和

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实际

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见。会后，民建联

系全国邮政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

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

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

协会等 23个单位，组成政治协商会议

陪都各界协进会，有力地促进政协协

议的达成。

政协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

撕毁协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

口事件”，迫害拥护政协协议的民主人

士 ， 甚 至 叫 嚣 “ 解 散 民 主 建 国 会 ”

等。民建不畏国民党的迫害，坚决与

之斗争，在 《向全国同胞控诉书》 中

公布事件真相，揭露国民党迫害政治

协商会议的罪行。

1946 年 4 月 12 日，民建总会迁到

上海。为了呼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

内战，民建积极投入了反内战的和平

民主运动。6月 19日，发表《为挽救国

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

吁》 的文章，呼吁各界为和平统一而

努力；支持并参加“上海各界赴京请

愿团”到南京请愿；“下关事件”发生

后，民建发言人发表谈话，强烈要求

“严惩凶手，严究放纵指使的罪魁祸

首”，主张“宣布永久停战，切实保障

人民基本自由”等。

1946 年 10 月 11日，国民党政府宣

布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并制定

宪法，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

党。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

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

何去何从的分水岭。对此，民建于 11

月初致函第三方面和有关团体，呼吁

各界保卫和平、反对内战、维护政协

决议，黄炎培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拉

拢。12月 31日，民建与民进、九三学

社等 11个政团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

为 25日闭幕的国民党“国民大会”枉

自非法通过的“一党宪法”是将“人

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如果说“较场口事件”和“下关

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中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逐渐认清

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真实面目，那

么，国民党组织的“国民大会”的召

开，则彻底打破了民建走中间路线的

幻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后，国民党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

国统区更加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迫

害民主人士。1947年 5月 3日，国民党

“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捏造的《中共地

下斗争路线纲领》，并由所谓的“观察

家”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

“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

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

中共旨意。”5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训令各级党报“揭露”民盟、民

建等团体的“共产奸谋”。7 月 4 日，

国民党政府悍然颁布 《戡平共匪叛乱

总动员令》。10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

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民

建会所数度被查抄，民建会员遭到迫

害。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总

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

争。严酷的现实使民建认识到，实现

自身的理想，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才是惟一的出路。黄炎培曾感慨地

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

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响应“五一口号”
参加筹建新中国

《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

号》 发布后，民建积极响应并参加了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共产党一道为

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而

共同奋斗。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

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

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

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

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

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

立新中国而奋斗”。5月 23日，民建在

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

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

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

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

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

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

次会议是民建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

碑，标志民建彻底放弃了中间路线，

走上了接受中共领导同中共合作的正

确道路。

1949 年 1 月，章乃器、施复亮、

孙起孟等 30余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

下，由香港顺利抵达沈阳。在一次参

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应增加一

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

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

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1月

22日，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与李

济深等 55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

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

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

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

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此后，民

建积极配合大城市的解放工作，为保

护、重建和恢复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1949 年 9月 21日至 30 日，民建作

为党派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黄炎培形象地

比喻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所新

的大厦，是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

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

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

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

单位就是一根一根的柱子。这钢骨水

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

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

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从此，民建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

成员，走上了同中共共同建设新中国

的历史道路。

儒生在西汉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人成为王莽篡

汉的推手，有些人为之摇旗呐喊，扮

演 了 很 不 光 彩 的 角 色 。 东 汉 建 立 以

后，儒生们开始反省儒术的价值和自

我的定位。如何立身、如何从政，面

临政治威压和个人荣辱该如何选择，

都是当时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大事。正

因为有了历史的鉴诫，东汉的儒生们

更重视名节，重视经受考验，重视在

重大转折关头的政治选择，由此涌现

出一批经历千年仍旧光彩熠熠的人物

——袁安和杨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王臣之烈——袁安。袁安是活动

在东汉初的人物。袁安少时修习，为

人严重有威，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担

任县功曹时，袁安有一次因公事见到

州从事，从事希望袁安替他送一封私

信给县令。袁安断然拒绝，理由是公

事可以用官方的邮驿，私事则不是功

曹所应该负责的。这种坚持原则的态

度，让从事敬畏。

汉明帝时，楚王刘英谋反一案事

关 重 大 ， 情 由 复 杂 ， 导 致 牵 连 数 千

人。皇帝亲自过问，造成了很多冤假

错案。袁安正是在这个关口受命任楚

郡太守一职，到任之际，不经府邸而

直奔监狱办公，凡谋反证据不足者尽

皆释放。左右向袁安建言，如果轻纵

人犯，被人附会为阿附反虏，将是死

罪。言外之意，宁可诬妄一二清白，

也不能以自家前程性命作保。袁安的

回答非常简单：如果确有谋反者被释

放，我本人当为此负责，不会连累各

位。当袁安将此事的情由上奏以后，

汉明帝赞同了他的意见，由此四百多

名受牵连的人犯得以释放。虽然，明

帝的决定可能有政治角度的考量，但

是袁安能够坚持原则，不得不说也是

影响汉明帝的因素之一。

袁安后来任司空，位列三公，职

位 更 高 ， 他 坚 持 原 则 的 态 度 却 没 有

变 。 汉 和 帝 时 ， 控 制 朝 政 的 是 窦 太

后。太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贪功冒

进，北击匈奴，袁安与朝中大臣正色

阻止。而后袁安又奏免窦宪所用不称

职者达四十余人，与窦氏的矛盾逐渐

尖锐。

在此天子幼弱、外戚擅权之际，

袁 安 每 次 朝 会 ， 与 公 卿 谈 及 国 家 大

事，未尝不噫呜流涕，忧国之情溢于

言表，天子和大臣全以他为依靠。可

袁安去世太早，在三公位上没能做出

更大建树。不过范晔评价他“乃情帝

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就是

肯定他当轴之时立身执正，为天下表

率，使得外戚不敢太过肆无忌惮。

王臣之节——杨震。杨震是弘农

华 阴 人 ， 他 的 出 生 时 间 史 书 没 有 记

载，可以推测为西汉末或东汉初。杨

震的父亲杨宝是传 《欧阳尚书》 的大

儒 ， 杨 震 少 年 时 也 曾 向 太 常 桓 郁 求

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汉书》

记载当时儒生称他为“关西孔子”，足

见他学问高妙。汉代任官最重经术，

儒生只要明经，仕途相当顺畅。可是

杨震闭门教书，直到五十岁时才仕于

州郡。

此后杨震迅速升迁，先后任荆州

刺史、东莱太守。杨震赴任途经昌邑

时，过去他推荐的荆州人王密正担任

昌邑令。王密在晚上拜访杨震，送来

黄金十斤。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为

何不了解我？王密辩解为晚上无人知

晓，意在请杨震收下贿赂。杨震正色

说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

谓无知！”杨震清廉，虽任职二千石，

子 孙 蔬 食 步 行 。 有 人 建 议 他 经 营 产

业，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

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并非仅以清廉著称，更以敢

直言进谏闻名。汉安帝时，杨震先后

为司徒、太尉，位列三公。汉安帝信

任左右佞幸外戚，当外有寇患、内生

灾异之际，拔擢小人，骄纵亲近。杨

震多次上书，称他们“白黑混淆”“卖

弄威福”，既削弱了皇帝的权威，更腐

蚀了国家的根本。这些建议，皇帝听

不进去，被指摘的佞幸们也都侧目愤

怨，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扳倒杨

震的机会。

这一年天象有变，诸人诬陷杨震

心怀不轨，导致天生异常。汉安帝听

从诬告，收杨震印绶；小人们仍不满

意，又鼓动皇帝遣发杨震归本郡。

当此天变地动，内忧外患之际，

杨震平生的抱负化为流水。往日的清

白与正直，抵不上宫廷之中的几句谗

言。行走至洛阳城西几阳亭，杨震面

对送别的诸子门生，慷慨说道：“死者

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

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

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

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

勿设祭祠。”而后饮鸩自尽。大丈夫意

气生平，虽死而言不及家，千载后读

史仍想见其人。范晔称赞杨震“抗直

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是洞

悉肺腑之言。

士人阶层的崛起。袁安和杨震当

然不是东汉仅有的正直大臣，也不是

东汉最后的正直大臣，但是他们的出

现，隐隐然表现出东汉士人阶层崛起

的态势。

东汉初年，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

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尽快恢复生产，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不很明显。到

了汉和帝、汉安帝执政以后，外戚和

宦官干政，逐渐成为东汉政权两大顽

疾。而朝中坚持原则的士人，与外戚

和宦官又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东汉统

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成为了左右政局

发展的关键。

成 为 士 人 的 起 码 条 件 是 掌 握 知

识，儒生就是士大夫的主体。而经书

中倡导的种种做人准则与为国为民之

道 ， 激 励 着 他 们 砥 砺 名 节 ， 执 中 守

正。固然，外戚和宦官中不乏受过经

学教育和忧心国事之辈，但其主体却

多 为 扩 大 自 己 权 势 和 利 益 的 贪 墨 之

徒。政治操守和行为准则上的巨大反

差，使士人阶层和外戚、宦官的矛盾

不可调和。

士人周围又团结着门生故吏。门

生不一定受学，只是表达一种彼此连

接的关系。故吏则代表曾在某人手下

为官或受其举荐。门生和故吏是一种

依附性群体，他们数量庞大，声势也

壮，其中鱼龙混杂，未必都是德行高

妙之辈。换言之，本来代表着高尚节

操的士人，因为门生故吏的加入，也

愈发向着政治集团的方向演化了。

这样一来，东汉的政局出现了士

人、外戚、宦官三方鼎立的局面。虽

然宦官和外戚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两

者往往联合起来与士人为敌。士人抨

击外戚、宦官扰乱国家常态，但也不

能保证门生、故吏完全按照儒家的道

德要求立身行事。东汉中期以后的政

治，围绕着士人、外戚、宦官的矛盾

展开。

东汉豪强。如果要进一步追溯士

人的主张，不得不回到汉代的历史实

际中去。其实自西汉以后，豪强势力

的崛起就成了典型的社会问题。豪强

在 乡 里 间 有 极 大 势 力 ， 他 们 兼 并 土

地，迫使自耕农沦为依附民。当然随

着天灾战乱的发动，有些自耕农为了

避役，也乐于依附于豪强名下。于是

豪 强 与 国 家 展 开 了 争 夺 人 口 的 拉 锯

战。谁能控制更多的人口，谁就能控

制政权。

光武皇帝刘秀本来就是南阳的豪

强，他建立的东汉政权可以看作数个

最大豪强集团联合各地中小豪强集团

的统治体。正因为如此，东汉政权虽

然出台了一些限制豪强的政策，但是

并不能触及豪强力量的根本。外戚、

宦官甚至部分士人都是豪强。

东汉末的士人仲长统形容豪强的

生活状况是“连栋数百，膏田满野，

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他们依赖商业

活 动 和 土 地 兼 并 ， 积 累 了 巨 大 的 财

富 。 富 贵 以 后 便 拥 有 了 权 力 ， 所 谓

“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

其心之所虑”，“不为编户一伍之长，

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

势力侔于守令”。更有甚者，豪强凭借

自 己 的 经 济 实 力 豢 养 死 士 ， 贿 赂 权

贵，犯法不坐，使得普通百姓怒不敢

言，怨不敢诉。东汉的社会风气，至

此大坏。

宦官和外戚就是豪强在洛阳的代

表，也是最有势力的豪强。士人虽然

也有出身豪强者，但他们受到儒家教

养的熏陶，对宦官和外戚鱼肉乡里的

行为极不满意，更不能容忍他们腐蚀

汉政权的根基。士人与宦官、外戚的

激烈冲突，自然可以看作统治阶级内

部的斗争，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其中蕴

藏的价值观念的尖锐差异和社会责任

感的不同。

两汉风云


